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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共情：差序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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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情作为一种人际反应深受文化背景的影响。然而, 中国文化如何具体地形塑共情仍未被揭示。本

文以“差序格局”为框架, 分别阐述亲疏与尊卑两个维度对共情的影响机制。在亲疏维度, 集体主义文化中人际

关系的高度融合可能会模糊共情所需的心理边界; 而在尊卑维度, 儒家文化等级化的伦理秩序则可能与共情

所需的平等关系相冲突。总体而言, 中国文化中的共情呈现三个特征：含蓄间接的情感表达、整体性与理性

化的认知方式以及问题解决导向与行动化。本文还从文化的视角为社会生活中的共情实践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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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分享并理解他人思想

和情感的能力, 包括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行为

共情等主要成分(Preston & de Waal, 2002)。研究

表明, 共情在促进人际联结、增加亲社会行为、

提升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丁凤琴, 陆朝晖, 2016; Klimecki, 2019)。无论

对于个人、家庭还是社会而言, 共情总是被期望

更多地发生。然而,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西方

典型的共情表达却并不常见。西方个体主义文化

下的共情模式通常强调直接的情感确认和言语表

达, “我理解你的感受”、“我能体会你的痛苦”之类

的情感反映是共情的常见表达方式(Hill, 2019)。

这种表达方式建立在清晰的个人边界的基础上

(Decety & Lamm, 2006), 认为每个人有独立的情

感世界, 共情就是通过认知理解和情感共鸣来跨

越边界。相比之下, 中国人的共情表达往往更间

接并嵌于行动之中(Taylor et al., 2004)。例如, 当

发现朋友心情不好时, 我们倾向于约着一起吃饭

或逛街购物来表达关心; 父母在辅导子女作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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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难以理解孩子的感受而情绪失控; 长辈和

上级更倾向于为处于困境中的晚辈和下属提供建

议方法而不是谈论感受。这些日常差异暗示, 共

情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能力, 更是一种深受文

化脚本塑造的沟通实践。 

现有的共情的跨文化研究多集中于集体主义

和个人主义的比较。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和谐

与相互依存, 而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独立性和

自我实现(Markus & Kitayama, 1991)。一些研究发

现, 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总体上表现出更高的

共情水平(Chopik et al., 2017), 但这种共情表现出

显著的关系边界性与情感复杂性, 即个体往往倾

向于对内群体成员共情 , 对陌生人共情较弱

(Cheon et al., 2011), 且共情成分中包含有更多自

我导向、伴随回避动机的“个人痛苦”, 而非他人导

向、促进利他行为的“共情关注” (Batson et al., 

1987; Cassels et al., 2010)。也有研究报告, 集体主

义文化下的个体更依赖认知共情, 情感共情水平

低于个人主义(Atkins, 2014)。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一方面源于共情概念本身的复杂性, 不同研究侧

重于共情的不同成分, 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个

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化, 

无法充分反映文化内部的复杂性。个体主义与集

体主义维度为理解文化差异提供了宏观框架, 但

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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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集体主义侧重于社会角色与情境适应; 拉

美国家(如墨西哥、波多黎各)更突出家庭情感联结, 

而非普遍的群体义务; 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

重视群体和谐、履行家庭责任以及对权威的遵从

(Oyserman et al., 2002)。这些差异源于各国不同的

历史、社会与文化背景, 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自我建

构、认知方式与情感体验(Han, Kim, & Yoshiyuki, 

et al., 2016; Kikutani et al., 2024), 也通过内在规

范与脚本系统性地影响着共情的不同方面, 包括

个体如何理解、诠释并回应他人的痛苦 (Cheon 

et al., 2010; Woolrych et al., 2020)。不同文化对共

情表现形态的精细塑造仍需通过更深入的民族志

与研究实践予以揭示(Hollan, 2012)。然而, 目前

针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共情研究仍较为匮乏。 

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共情首先需要一个能

反映中国文化特征的理论框架。相比于集体主义, 

差序格局更能体现中国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与实

践规则。因此, 在差序格局的框架下审视中国文化

中的共情现象将更具文化阐释力与理论适应性。 

2  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最早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48)

中提出 , 用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特

征。他以“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

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为喻, 

指出中国社会是以“己”为中心, 通过血缘、地缘和

人伦关系逐步向外扩展所形成的弹性伸缩网络。

差序格局的概念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以伦理为本位

的社会建构逻辑, 其外在表现为亲疏有别、尊卑

有序的差序化人际网络; 内在则通过礼制规范与

角色期待, 将这种社会模式内化为个体的认知与

情感图式(袁晓劲, 郭斯萍, 2017; 翟学伟, 2018)。

因此, 差序格局不仅是对社会格局和人际关系的

描述, 更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的实践逻辑和被内化

的心理特征(张江华, 2010)。 

差序格局包含了中国人不同的关系状态。黄

光国(1985)依据差序格局中对不同圈层关系对象

差等对待的原则, 区分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

关系”与“混合性关系”, 并指出各类关系所遵循的

不同交往法则。在差序格局中, 由内而外, 情感性

成分不断降低, 工具性成分不断提高, 中间地带

则是情感性成分与工具性成分相混合的区域。杨

国枢(1992)进一步将关系类别细化, 提出“家人关

系”、“熟人关系”与“生人关系”的划分, 认为个体

对不同关系对象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认知与行为反

应模式。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一

个立体的结构, 不仅包含水平维度的“差” (亲疏

远近), 还有垂直维度的“序” (尊卑上下) (阎云翔, 

2006)。翟学伟(2018)指出, 尽管“水波纹”的意象

突出亲疏延展, 但差序格局的理论建构中实际包

含了社会垂直向度的等级考量, 如君臣、父子、

贵贱、上下。根据儒家伦理, 个体与其他人交往

时, 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认知向度来衡量彼此

之间的角色关系, 依照“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原

则给出差序性的反应, 才能“不失其伦” (黄光国, 

1995; 庄耀嘉, 杨国枢, 1997)。这种关系维度的

划分也常见于西方研究。例如, 在 Leary (1957)

的 人 际 互 动 环 模 型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Model)中 , 友好−敌对(Affiliation-Hostility)维度代

表个体在情感层面的亲近或疏离倾向 , 支配−顺

从 (Dominance-Submission)维度则反映个体在互

动中对“地位”信息的处理。 

综上所述, 亲疏与尊卑作为人际关系的两个

基本维度普遍存在于中西方文化对关系的认知之

中, 但二者在具体内涵、耦合方式与实践形态上

则呈现出文化差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

是一个融“差”、“序”于一体的立体理论框架。它

不仅阐释了儒家以“人伦”为核心的、具有弹性的

亲疏关系网络, 也揭示了由“礼”所规范的动态尊

卑秩序, 反映出中国人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认

知与情感逻辑特征。因此, 从差序格局的视角研

究共情的价值在于：一方面能超越“集体主义”的

概括性描述, 深入揭示中国社会关系模式与人际

互动规范对共情的具体形塑机制; 另一方面, 通

过将“差”与“序”操作化为可分析的维度, 也提供

了与西方共情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对话的基础。

以下将分别从亲疏与尊卑这两个维度系统探讨其

对中国文化语境中共情的影响机制。 

3  差序格局下的共情 

3.1  亲疏对共情的影响 

与中国文化中的亲疏概念对应的是西方心理

学研究中的内外群体和关系亲密度的研究。现有

研究一致表明, “平等地共情”只是一种道德理想

而非心理现实, 共情表现出稳定的亲疏偏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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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朋友、同乡到同胞等不同关系对象中, 个

体始终倾向于对关系更近的人共情(Fowler et al., 

2021)。种群相关研究也发现, 内群体身份稳定地

影响共情的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 并促进对内

群体成员的共情(Eres, 2022)。神经科学研究则证

实, 个体对内群体成员的痛苦有更快、更强烈、

更一致的神经反应(Azevedo et al., 2013; Gutsell & 

Inzlicht, 2012; Han, 2018)。这一现象在日常经验中

也得到印证：57%的共情体验发生在被试认为与

自己“非常亲密”的人之间, 仅 6%的共情体验针对

“完全陌生”的人, 而且被试报告的共情程度随亲

密程度显著增加(Depow et al., 2021)。另一些研究

考虑了共情的认知损耗, 发现人们有时会回避共

情, 然而关系对象会调节这一倾向。例如, 个体对

母亲选择共情的概率显著高于陌生人(Li et al., 

2022); 一个更熟悉或喜欢的共情对象会和金钱奖励

一样, 能够有效激励被试选择共情(Ferguson et al., 

2020)。此外, 亲疏不同的对象可能涉及不同的共

情方式, 尽管共情的认知和情感部分可以相互促

进和转化(Vorauer, 2013), 但神经影像学研究也表

明, 个体对朋友的痛苦进行共情主要依赖于情感

共享, 涉及背前扣带回和岛叶; 而对陌生人的痛

苦共情则更多地依赖于心智化系统, 激活背内侧

前额叶皮层、楔前叶和颞极(Meyer et al., 2013)。 

共情的亲疏梯度可能与个体在认知表征中将

他人纳入“自我”的程度密切相关。Aron 等人(Aron 

et al., 1991; Aron & Aron, 2010)提出, 个体通过将

关系中的他人纳入自我以实现自我扩张, 这一过

程在产生亲密感的同时, 也导致了自我的特质和

记忆与他人混淆。随着关系亲密程度的提高, 自

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界也在模糊, 这解释了为什么

与亲密他人的情感共享会直接激活与自我体验相

关的脑区(Meyer et al., 2013), 以及为什么大脑对

亲密他人的痛苦表现出替代性疼痛(Bucchioni et al., 

2015; López-Solà et al., 2020)。 

许多西方学者强调, 共情需要保持一定程度

的自我−他人区分(Eklund & Meranius, 2021; Krol 

& Bartz, 2022), 这决定了个体在体验和感受他人

心理状态的同时不会混淆自我和他人 (Coplan, 

2011; Decety & Lamm, 2006)。保持双方之间认知和

体验的清晰边界被认为是共情与同情(sympathy)、

怜悯(compassion)和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

的区别(Hollan, 2012; Singer & Klimecki, 2014)。研

究发现, 缺乏自我−他人区分时, 共情过程伴随着

更多的个人痛苦(Krol & Bartz, 2022; Meyer et al., 

2015), 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反应被认为是情感共

情中消极的一面 , 会阻碍而非增强亲社会互动

(Kim & Han, 2018)。由于个人痛苦通常伴随着回

避动机, 个体会倾向于从共情情境中抽离, 以缓

解自身情绪负担 (Batson et al., 1987; Batson & 

Shaw, 1991)。因此, 有研究者提出, 在面对他人痛

苦时, 能够在维持或提升共情关注的同时调节并

缓解自身痛苦体验的能力反映了 “共情韧性 ” 

(empathic resilience), 是共情行为得以持续的关

键(Lehmann et al., 2026)。 

然而, 在差序格局的文化背景下, 中国人的

人际关系, 尤其是亲密关系, 常常是过度融合而

缺少自我−他人区分的。中国人不像个人主义文化

中的个体那样谨慎地维持个人边界(Triandis, 2001; 

Triandis et al., 1988), 相反, 中国文化中的“亲密”

往往表现为个体边界的模糊、淡化以及两个人之

间“不分你我”的状态(Friedman, 2005; Yan, 2016)。

有研究者认为, 差序格局反映的不仅是外在的关

系层次, 还是内化的自我建构(王振东, 2021)。实

证研究也显示, 与西方人相比, 中国人的自我概

念中更多地包含母亲等亲密他人(张力 等, 2005; 

Zhu & Han, 2008)。不仅如此, 母亲(Wuyun et al., 

2014)、配偶和子女(Han , Ma, & Wang, et al., 

2016)、恋人(周丽, 苏彦捷, 2008)、朋友(管延华, 

迟毓凯, 2006)等都不同程度地与个体共享自我神

经表征。这种关系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他人融合可

能导致中国人在共情时因过度卷入而体验到更多

的个人痛苦。马璐瑶(2020)发现, 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 个体更常以建议、分析等方式回应他人困境, 

而典型的共情反应相对较少。夏萌(2022)针对大学

生的研究表明, 中国大学生的助人观念以解决问

题为主要导向, 其回应方式受亲密度影响, 关系

越亲密 , 越倾向于提供建议和分析。杨雪(2023)

则发现, 想象不同关系对象处于不幸情境时, 相

较于陌生人和熟人, 亲密他人能唤起被试更强烈

的不安、焦虑等个人痛苦情绪。这些研究结果提

示, 中国人可能将安慰、建议等理性化的回应方

式作为情感回应的替代, 从而避免深入共情对方

的内部世界而产生的情绪负担。 

研究还发现, 关切、同情等对他人的共情性

情绪更多自动发生于熟人之间(杨雪, 2023), 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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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等程度的自我−他人融合关系可能比高度融

合的亲密关系更有利于共情发生, 这种适度的关

系距离为共情者提供了在“融合”和“区分”之间灵

活切换的心理空间。从这个角度看, 发生在心理

咨询中的共情可能也得益于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

兼具亲密与界限的特殊关系状态(江光荣, 2012)。

咨询师既因分享了来访者的私密体验而与之极度

亲密, 又因双方的契约关系和专业设置而能保持

彼此区分 , 创造了共情的理想条件 (Zhu et al., 

2025)。良好的共情有赖于在自我−他人的融合与

区分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 在中国文化中实践共

情的一项重要挑战是如何在亲密关系中维系必要

的心理边界。例如, 在中国家庭中, 成员的关系往

往由于过于紧密反而难以共情, 面对亲密他人的

痛苦, 个体体验到的往往是自我感受与他人情绪

未经分化的混合反应, 难以厘清情绪来源, 这也

部分解释了中国家庭关系中典型的“剪不断 , 理

还乱”的情感纠葛现象。若家庭成员间能够增强自

我−他人区分, 将彼此视为更独立的个体, 则更有

可能为视角采择和建设性沟通留出心理空间, 从

而增加共情机会。 

3.2  尊卑对共情的影响 

中国文化中的尊卑类似于西方的社会等级 , 

后者通常是依据物质财富、个人能力等一种或多

种价值维度形成的个人在群体中相对地位的排序

(Redhead & Power, 2022)。有关社会等级对共情影

响的研究表明, 社会等级会显著抑制人际情境中

的共情过程, 包括文化中的权力距离 1、个体的社

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2, 

以及具体情境中的等级差异(Cheon et al., 2011; 

Lucas & Kteily, 2018)。研究发现, 高权力距离也

增加了社会中的人际距离, 减少了利他行为(Fu et 

al., 2021; Lammers et al., 2012)。相较于平等主义

者, 高 SDO 的个体表现出更少的共情相关脑区的

神经活动(Chiao et al., 2009), 并拥有更高的漠视

他人的暗黑三特质, 即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

精神病态(Ho et al., 2015)。研究还发现, 等级中的

权力拥有者对他人行为的镜像反应较弱, 说明权

                     

1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反映了文化价值观中对不平等

的接受度。 
2 社会支配倾向是指个体偏好社会等级而非平等主义作为

社会结构的指导原则。 

力感抑制了共情相关的神经基础(Hogeveen et al., 

2014); 并且高权力者会通过自主神经调节抑制情

绪反应, 对他人痛苦的回应更少(van Kleef et al., 

2008), 更少进行观点采择(Galinsky et al., 2006), 

判断他人情绪时共情准确性更低 (Kraus et al., 

2010)。这些结果提示了权力和社会等级对共情的

阻碍作用。 

等级制度的核心在于区分, 通过社会地位、

权力、资源控制等标准对个体或群体进行明确的

分层(Magee & Galinsky, 2008)。这种区分不仅体

现在社会结构中, 也体现在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模

式中(Lammers et al., 2008)。对社会地位信息的加

工涉及背内侧前额叶(dmPFC)、前扣带回(ACC)

及杏仁核等脑区(Chiao, 2010; Zink et al., 2008), 

这些区域同时参与情绪、自我参照及心理理论过

程, 从而为尊卑影响共情提供了潜在的神经耦合

路径。社会地位的变化调节了与奖赏、压力及社

会认知相关脑区的活动与可塑性(Utevsky & Platt, 

2014; Wang et al., 2014), 这提示长期处于特定社

会等级结构可能对共情相关的神经功能产生适应

性塑造。研究发现, 所处社会等级的不同引起了

个体神经反应方式、应激反应等特质差异, 如高

权力者往往共情淡漠(Hogeveen et al., 2014), 而

低社会等级者对他人行为更为敏感和关注(Stellar 

et al., 2012)。此外, 个体可能通过特定行为和认知

方式来巩固和维持自身的社会等级 (Magee & 

Galinsky, 2008), 如倾向于对更高等级的人进行

观点采择 , 从而实现资源积累和自身等级提升

(Keltner et al., 2003), 并更少共情低社会等级的

对象, 倾向于将其痛苦归因于个人因素, 而非外

部环境(Sidanius et al., 2013)。此外, 在权力结构

中所处的位置和动机的不同使得个体对不同群体

所受伤害的感知程度不同, 这也导致了群体间共

情差异的产生(Lucas & Kteily, 2018)。许多研究者

注意到, 个体会出于维系或抑制等级差异的目的, 

有选择地对一些群体(例如内群体)共情而对另一

些群体反共情(如幸灾乐祸) (Hudson et al., 2019; 

Lucas & Kteily, 2018)。正如 Keltner (2016)关于权

力与共情关系的论述, 共情的能力帮助个人在群

体中获取他人的支持并提升自身地位, 助力了等

级差异的形成, 然而这种等级差异的鸿沟却反过

来使得不同等级群体之间的彼此认同和共情变得

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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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等级区分相悖的是, 共情的发生往往

伴随着自我−他人融合。研究发现, 个体能够通过

观点采择实现对另一个人的融合或扩展, 增加与

他人的一体性(oneness)以及自我认知表征与他人

认知表征的重叠程度(Cialdini et al., 1997; Davis 

et al., 1996)。共情行为能够增加与他人的感知相

似性 , 特别是对那些弱小和脆弱的群体 (Oveis 

et al., 2010), 而想象自己在他人的位置, 在内隐

和外显层面均减少了对他人的刻板印象(Galinsky 

et al., 2005;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因此, 

共情时与他人的融合不仅在横向的亲疏维度上拉

近双方关系, 还意味着纵向的等级和身份差异的

消弭。 

相较于西方的社会等级, 差序格局中的尊卑

是一套更为复杂的伦理纲纪体系, 它先于个人存

在 , 并具有强制约束力 (黄光国 , 2014; 阎云翔 , 

2021)。“礼”作为儒家伦理规范的核心, 要求人们

在不同的关系中履行不同的、有差等的责任, 通

过各安其分、各守其责维持等级秩序 (黄光国 , 

1995; 马戎, 2007)。例如, 《礼记·礼运》中讲“父

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

顺、君仁、臣忠, 十者谓之人义”, 强调了不同角

色对应的义务。《孟子·滕文公下》则提出“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的“五伦”观念, 用以说明不同关系中应遵守的

人际规范。在人际交往中, 个体须根据自身在特

定关系中的角色位置, 不断衡量言行的适当性并

及时调整 , 以确保符合相应的礼仪规范 (Hwang, 

2001)。即便在当代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 这

种礼仪规范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自我认同

与社会行为模式(陆洛, 2003)。而“共情”意味着进

入对方的内部世界, 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与对方达

成“融合”或“一体”的状态, 这与强调尊卑秩序的

关系结构相冲突。忽视角色位置与伦理规范的情

感表达, 不仅可能被视为失礼, 甚至可能构成对

既有关系秩序的冒犯。 

尹娜(2024)考察了中国学校、企业和家庭中的

尊卑角色对共情的影响发现, 相较于存在传统尊

卑身份差异的关系(如师生、长幼、上下级), 个体

对同学、同辈、同事这类身份平等者表现出更高

的共情意愿和共情水平, 并且在学习和表达共情

后 , 个体与共情对象之间的自我−他人融合水平

提高, 心理社会等级距离缩小了。这一发现佐证

了个体角色身份和尊卑秩序对共情的阻碍作用 , 

说明了共情更多与平等相伴。研究结果也启示了

传统亲子、上下级关系中共情困难的原因, 即在

关系中维系权威的形象会阻碍共情及其表达(Zhu 

et al., 2025), 当互动双方能放下角色, 以平等的

身份沟通交流时, 共情将更容易产生。 

综上所述, 个人主义文化下的共情概念要求

保持一定的自我−他人区分 , 且隐含着双方平等

的前提。但在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下, 个体在亲

疏维度与内群体相互依存过于融合, 尤其在亲密

关系中不分你我, 难以做到自我−他人区分, 使得

共情过程总是伴随着个人痛苦; 在尊卑维度则承

袭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规范, 角色差异阻

碍了对彼此的理解和情感表达。图 1 呈现了在差

序格局的亲疏和尊卑维度中处于不同关系距离的

个体如何达到最佳共情距离的策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以上分别阐述了亲疏与

尊卑对共情的影响, 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重要的

人际关系(如亲子、师生)天然地融合了亲疏与尊卑

的双重维度。这意味着对一些关系对象的共情 , 

如父母或权威长辈, 其过程则不可避免地受到双

重影响。本文在综述文献时, 已尽可能对研究所

涉对象的关系类型进行说明与区分, 以帮助更准

确地理解其适用范围。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双重

影响可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更为突出。在关系

结构相对情境化的西方社会, 亲疏与等级常被视

为可在不同场合中相对独立运作的维度 (Fiske, 

1992), 而华人社会的关系认知则更具系统性与整

体性。庄耀嘉与杨国枢(1997)的研究指出, 亲疏与

尊卑共同构成了华人关系认知的基本框架, 并定

位了亲子、夫妻、朋友等二十余种常见关系类型

在二维格局中的分布。遗憾的是, 现有实证研究

大多仅关注单一维度的独立效应, 对两者如何交

互影响共情仍缺乏深入探讨。未来研究有必要在

此方向上进一步展开, 系统考察两个维度的交互

机制, 从而更完整地揭示中国人共情的社会文化

逻辑。 

4  中国人的共情表达 

差序格局中的亲疏与尊卑维度为认识中国人

的共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然而, 要真正理

解中国文化中的共情, 还必须深入其文化心理根

基。自共情概念诞生以来, 西方心理学从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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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差序格局中的最佳共情距离 

注：彩图见电子版 
 

模拟、投射等不同生理或认知机制出发, 尝试解

释一个人如何理解另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由此形

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Batson, 2009)。而在中国文

化视野中, 共情并不被视为一种有待解释的个体

心理机制。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气化感应”

的生命观影响下, 共情被看作一种根植于存在本

身的自然显现, 源自人与天地万物在本体层面上

的相通共感(梁漱溟, 2011)。这种以“感通”为基础

的共情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 呈现为一种

本体性与道德性相融的情感。无论是孟子强调的

“恻隐之心”, 还是王阳明提出的“一体之仁”, 其

根基皆不在于对他者心理的推断或模拟, 而是源

于对“天地万物本为一体”这一实在的直接体认与

生命共振。除此之外, 在中国文化脉络中, 也不乏

与西方共情类似的情感互动与道德实践概念。例

如, 西方心理学概念中的认知共情在儒家思想中

有对应的“推己及人”、“忠恕之道”; 情感共情则类

似“恻隐之心”、“一体之仁” (李玮 等, 2017); 行为

共情亦可参照“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

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等准则。 

中国文化下的共情实践需要置于具体的、差

序化的人伦关系中理解, 其表达强度、表现方式

以及所承载的道德责任均随关系的亲疏和尊卑属

性而动态变化。例如, 同情、怜悯往往隐含自上

而下的关怀意味(Goetz et al., 2010; Oveis et al., 

2010), 其表达须符合身份伦理; “仁爱”亦非一般

的情感共鸣, 而常依循“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展逻辑, 体现

出鲜明的差序特征(阎云翔 , 2006)。儒家伦理以

“仁”为内在的情感依据, 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

范, 二者共同塑造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共情模式, 

其特点可概括为：情感表达上的含蓄与间接、认

知方式上的整体性与理性化以及实践上的行动化

与问题解决取向。这些特点与亲疏和尊卑两个关

系维度的运作逻辑密切相关, 以下将围绕这三点

对中国文化中的共情表达特点展开系统论述。 

其一, 含蓄间接的情感表达。在亲疏维度上, 

中国人的情感常被视为私密之事, 是含蓄不外露

的(吕坤维, 2015/2019)。在陌生或公开场合, 个体

倾向于克制情绪表露, 因而对陌生人的共情常表

现为了然于心的体察、不打扰的尊重或含蓄善意

的帮助, 点明对方的情绪并表达理解的方式反而

可能是冒犯的。而对于亲密的人, 强烈的个人痛

苦可能导致个体回避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精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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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验, 转而通过理性化或行为支持的方式传递

理解和支持。例如, 研究发现, 相较于表达共情, 

中国人更多采用安慰、建议等方式回应处于痛苦

中的个体(高亚蕾, 2021; 马璐瑶, 2020)。在尊卑维

度上, 礼仪规范进一步制约了共情表达, 直白的

情感流露可能被视为失礼或破坏秩序。因此, 中

国文化中的共情之“情”常常处于一种未被言明但

被理解的背景状态, 不一定通过对情绪的明确表

征和言语表达来体现。这种情感的含蓄性和间接

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东亚高语境文化的特点(吕坤

维, 2015/2019)。 

其二, 整体性与理性化的认知方式。中国文

化中的自我是场域性的, 个体始终处于差序格局

的关系网络中, 需持续关注自身在亲疏与尊卑坐

标中的相对位置。这使得共情并不仅是对于共情

对象身心体验的同感, 还需具备从整体处境出发

的视野, 将其置于包含角色、责任与情境的整体

脉络中加以理解(王东美, 2022)。因而, 中国人倾

向于以辩证和折中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冲突和情

绪体验 (Varnum et al., 2010; Yama & Zakaria, 

2012)。这种整体与理性并重的共情方式 , 实为

“礼”与“理”的结合, 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人际和谐

与伦理秩序的重视。另一方面, 理性化的回应方

式也使个体免于直接谈论情感, 符合中国人含蓄

间接的情感特点。 

其三, 问题解决导向与行动化。这一特点与

中国人关系中自我他人边界的弹性和模糊密切相

关。关系越亲近, 个体越将对方视为“自己人”, 愿

意为彼此的境遇承担更多责任 (Yu & Chaudhry, 

2024), 共情因而更易转化为切实的助人行为(古

若雷 等, 2025; Maner & Gailliot, 2007; Stürmer et 

al., 2005)。如吕坤维(2015/2019)所言, 这种共情本

质上是亲密关系中的“心疼”体验向其他关系对象

的延伸, 因此体现为感知他人痛苦并施以照料、

保护的行为冲动。夏萌(2022)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中国人在亲密关系中共情表达较少与个体认为共

情表达帮助程度较低有关, 体现了中国式共情的

实用主义特点。另一方面, 在尊卑维度上, 伦理角

色直接规定了情感表达的行为义务。例如, “父慈

子孝”是源于角色身份的、有明确实践指向性的情

感和行为规范：父对子的“慈”需要落实为用心的

养育与教导, 子对父的“孝”则要体现在尊敬与侍

奉中。父子之间的共情与理解不是停留在情感层

面, 更要体现为相应的行为实践, 正所谓“行胜于

言”。可见, 无论是亲疏关系中的责任内化, 还是

尊卑秩序下的行为规范, 均促使中国人的共情表

达走向问题解决导向与行动化。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差序格局理论中的亲疏与尊卑维

度, 整合西方共情研究的主要成果, 系统探讨了

中国文化背景下共情现象的独特形态与内在张

力。具体而言, 西方的共情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面临双重挑战：其一, 中国人际关系中普遍存

在的自我−他人融合倾向与共情所要求的清晰的

自我边界之间存在冲突; 其二, 中国文化中的尊

卑秩序与人伦规范与共情所要求的平等关系存在

冲突。这些冲突凸显出中西方文化在共情的内涵

认知与实践方式上存在深刻差异, 亟待更深入的

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 

从文化心理学视角来看, 共情研究需要一个

更具包容性和文化敏感性的理论框架, 以真正囊

括跨文化情境中的共情多样性。尽管共情所涉及

的生理和神经机制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 但其在

人际互动中的产生过程和表达方式具有不可忽视

的文化差异(Cheon et al., 2010)。因此, 共情应当

被视为一种嵌入于特定社会关系与伦理秩序中的

情境化实践。民族志研究显示, 虽然不同文化中

普遍存在类似共情的社会知觉与情感回应方式 , 

却鲜有与西方“empathy”完全对等的概念(Hollan, 

2012)。共情作为一个总括性范畴, 涵盖情绪感染、

同情和怜悯等相关但存在差异的心理过程(Batson 

et al., 1987; Cuff et al., 2016; Preston & de Waal, 

2002)。Ickes (2003)提出, 这类术语的差异基本集

中在对目标对象情绪状态的认知表征程度、情绪

分享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维持自我−他人区分

三个维度上, 并且西方的共情通常处于各维度的

中间。与之相比,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共情在这三

个维度上则处于不同的位置：在认知上不强调对

共情对象情绪的精细分辨与表达, 认知表征程度

较低; 在情感上易于对内群体成员产生高度共鸣

与被动卷入, 情感分享程度较高; 在自我建构上

倾向于模糊的自我−他人边界, 自我−他人区分程

度较低。未来需要更多这样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

架, 将不同文化中的共情形态整合到一起, 以促

进对共情现象的理解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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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当前亟须推进真正扎根于中国文

化土壤的本土心理学研究, 构建更契合中国文化

心理现实的共情理论体系。如黄光国(2019)所倡导

的 , 华人学者应有投身本土化运动的文化自觉 , 

通过发展本土心理学来建构一种既能阐释人类共

通心理机制 , 又能说明特定文化心态的“含摄文

化的理论”, 从而引导心理学研究从文化比较转

向文化诠释。本文提出的差序格局视角可以作为

一个研究共情的参考框架, 未来研究可以系统考

察中国人在“亲疏−尊卑”维度下对家人、熟人、生

人以及上位者、平位者、下位者等不同关系对象

的共情差异, 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

假设, 并在深入理解中国人特有的共情表达方式

的基础上, 设计更具文化适应性的共情训练方法, 

用以促进特定情境与特定人群的共情表达。 

在文化交融与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 西

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我关系建构与情感表达范

式既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反观自身文化传统的新视

角(Ren & Xie, 2022; Yan, 2016), 也带来了文化认

同与心理适应上的挑战。若不经批判地套用西方

理论框架 , 极易将文化差异误读为“共情缺陷”, 

从而忽视中国人的共情表达。现实生活中, 此类

文化错位已引发诸多社会心理问题。例如, 在家

庭中出现的代际共情隔阂：年轻一代在个人主义

影响下倾向情感表达与自我确认, 而老一辈仍秉

持“行胜于言”的传统模式, 两者之间的文化逻辑

冲突如果缺乏理解与调适, 便可能转化为实际的

情感创伤(Leung & Chen, 2009)。因此, 深入理解

文化如何塑造共情, 不仅有助于在家庭、职场等

情境中灵活调整人际距离与回应方式, 也有利于

在文化对话中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心理健康促进功

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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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athy, as an interpersonal respons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context. However, the 

specific ways in which Chinese culture influences empathic processes remain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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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haxu geju),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timacy-distance” (qin-shu) and “hierarchy-status” (zun-bei) shape empathy. In the 

intimacy-distance dimension, the high degree of rel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may 

blur the psychological boundaries essential for empathy. In the hierarchy-status dimension, the Confucian 

ethical order, grounded in stratified social relations, may conflict with the egalitarian stance required for 

empathic engagement. Overall, empathy with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demonstrates three key 

characteristics: indirect and implicit emotional expression, holistic and rationalized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a problem-solving, action-oriented focu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culture-sensitive guidanc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empathic practice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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